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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195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

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从此，中国国防现代化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极大的

提升。
原子弹的研制对国家发展战略来说意义重大，

因此，学界关于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大意义的

研究也因大量档案尚未解密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但值得欣慰的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聂

荣臻回忆录》[1]、《秘密历程———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的诞生》[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3]的出版，相关文献、
著作和论文陆续问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

相关历史文献，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周

恩来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科技文

选》、《张爱萍军事文选》、《罗瑞卿军事文选》、《美国

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叁、柒）[4]。第二类是当事人的传

记、年谱、回忆录和纪念性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朱德军事活动纪事》、
《聂荣臻传》、《聂荣臻年谱》、《上将张爱萍》、《从战争

中来》[5]；曾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宋任穷、刘杰、袁
成隆、李觉[6]等人的回忆录和纪念性文章；钱三强、郭
永怀、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7]等从事核研究的科学

家，或本人，或由他人撰写的回忆性文章。第三类是

相关史料的梳理与汇编，主要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简史 （1950-1985）》、《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

业》[8]。第四类是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相关的专

题性研究。依据研究视角并结合原子弹研制历程，具

体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中国原子

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要意

义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纪实性著作、
文章以及电视纪录片，如《天地颂》、《未被揭开的谜

底》、《东方巨响———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596 秘

史》、《原子弹调查》、《倚天———共和国导弹核武器发

展纪实》、《中国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创举———我

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在本土上空飞行爆炸试验》、
《驯核记》、《国之大器———当代中国两弹一星事业》[9]

等。这类纪实性的成果多来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采

访，再加之多偏文学性描述，甚至或多或少带有些许

传奇色彩，其内容缺乏完全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其

所提供的诸多历史细节信息，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段

历史带来了诸多裨益。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前三类成果大都偏重于

对史料的梳理和考订，对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提供信

息和初步导向的功能。相比之下，第四类研究成果除

比较偏重学理层面外，视角也比较新颖，有一定的理

论升华，能够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阐明学者对

相关问题独到的见解。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对第

四类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一、关于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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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要发展原子能事业

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原子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

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0]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

高瞻远瞩，适时作出这一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有关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热点之一。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发展原子能决策原因的研究

抱有特别的兴趣：一个经济、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国

家为什么要掌握原子能这项高技术？对这一问题的

考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初。1962 年，爱丽丝·
兰格里·谢出版了《中共在核时代的战略》[11]一书。这
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国核战略的专

著。谢认为，自 1945 年美国核试验成功并在日本投

爆原子弹以来，中国领导人关于核武器的理念和实

践经历了一个最初只在偶然场合提及核武器，到

1954 年开始出现“好战倾向”并最终决定依靠苏联力

量发展核武器的变化过程，而导致这一变化过程形

成的主要原因是核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态势。因
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中国作出了发展原子能的

决策。1964 年，谢在其另外一篇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

文章[12]中再次提及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原因，指出中国

的军事战略是受实用主义支配的，中国关于核战略

的态度完全是防御性的。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

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范畴，约翰·W·刘易斯和薛

理泰[13]把中国核决策的动因归为两类。一方面，中国

领导人对原子弹的认识以及一支为原子能事业积极

献身的研究队伍的组建是中国作出核决策的内部因

素，具体表现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科

技人员对核科学研究极大的兴趣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不过，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怀疑毛泽东人民

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的。作者认为，中国人在战争实践

中逐渐体会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于现代战争

而言不相干且不实用，所以才对军事高技术和军队

现代化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日内瓦会

议和台湾海峡事件是促使中国决心建立核战略力量

的外部因素。战争把中国引向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时代，包括核威胁时代。为了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生

存下来，中国应该拥有也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正
如英国学者 L·巴达希和 M·亚历山大[14]所言，约翰·
W·刘易斯和薛理泰所能利用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

性是成问题的。因此，由于一手资料掌握有限和对中

国战略文化缺乏深层次的了解，上述研究难免多有

偏颇之处。

相比之下，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虽较晚一些但

却更为客观。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亲历者，陈能宽
[15]认为，中国之所以下决心搞原子弹，最根本的原因

是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虽然

新中国政治上站起来了，但军事上还受人欺负，经济

上被人封锁，外交上不被某些大国承认，甚至有人以

核讹诈威胁中国，形势是异常严峻的。为了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中国被迫下决心解决原子弹的有无问

题。姚有志、孙党恩[16]与陈能宽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

中国走上核武器发展之路，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安全

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选择。
李俊亭称中国的核决策为《使中国挺直腰板的战略

性抉择》[17]。在他看来，美国在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

机中对中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以及国外友好人士的

建议和帮助共同促使毛泽东抓住时机适时作出核战

略决策。徐焰[18]则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标出

发，分析指出在外国的核威胁下，为禁止乃至销毁核

武器中国作出了发展核武器的决策。张静在《核武器

与新中国 60 年发展历程》[19]一文中，阐析了中国发展

核武器的政治意义，由此反推出中国之所以发展核

武器是战略上的积极防御以及在国家安全诉求之外

对民族复兴、外交独立、国际认可和尊重、追赶先进、
实现现代化等多方面诉求的结果。此外，近几年，国

内出现的一批对美国核威慑以及苏联核援助进行细

致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核决策也有很大

的帮助。这类文章不是直接将美国的核威慑或苏联

的核援助与中国的核决策进行关联，而是通过深入

挖掘史料和档案来映射其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资料

掌握相对较为充分且论证有理有力的是赵学功 [20]和

沈志华[21]。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内外学

者的相关研究，赵学功对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

机中美国所实施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部署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揭示了美国核威慑战略的本质，指出“对

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促使中国领

导人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沈志华认为“赫鲁晓

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答应在原子能

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奠

定了技术基础，帮助中国迈开了核武器研制的第一

步。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在 1955 年初开

始发展原子能事业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既是中国自主决策的结果，也离不开外部因素的推

动作用；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中国国家建

设与发展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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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四点。第一，1945 年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事

件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对核武器有了初步的

认识，这为中国共产党作出核决策奠定了思想和舆

论基础。第二，核科学研究人才的延揽、相关研究机

构的组建以及铀资源的初探是中国共产党核决策的

前期准备。第三，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

美国的核威慑坚定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心。第四，

1954 年美苏在国际社会展开的关于原子能和平利用

的博弈使中国争取到了苏联的核援助，从而找到了

发展原子能的突破口。总之，关于中国的核决策还有

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除厘清这段历史外，还要

深挖相关史料，对中国核决策的背景、前期准备以及

中国共产党如何抓住时机适时作出核决策等问题进

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重要
历史事件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复杂且宏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近年

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解密和中国相关史料类著

述的不断发表，学界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的研究

逐渐突破史料梳理的囿苑，转向对其中重要历史关

节点的细致考察。
1. 从发展原子能事业到研制原子弹

上文提到，中国核武器研制以中国作出发展原

子能事业决策为起点。关于这一点，长久以来学术界

多有认识误区：中国从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决策伊

始就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而事实上，尽管中国

共产党对研制原子弹早有打算，但最初的核决策是

以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为突破口的。原子能和平利用

的技术要想跨越成为研制原子弹的基础，不仅需要

有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
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的技术和工艺。因此，以

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

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想尽快试制出原子

武器，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以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

范围的变化为视角，通过对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

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

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关于苏联为中

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

《补充协定》）从酝酿到谈判，到最终签署这一过程的

考察，沈志华[22]指出中国实质意义上原子弹的研制工

作开始于苏联在 1957 年下半年决定向中国提供原

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尖端技术和装备之时。《国防

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的签订在中国原子弹研

制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

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23]

以上论述给予我们以启示。首先，如果说中国发

展原子能事业第一个突破口是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方面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的话，那么《国防新技术协

定》和《补充协定》的签订就是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

的第二个突破口。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给予《国

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很多的关注，多数只是

简单提及协定的签订，对其签订过程及意义的研究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其次，《国防新技术协定》和

《补充协定》签订之后，1958 年 8 月，二机部党组在呈

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

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

辅”的方针。从此，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

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目前学界还未给予这一战略转

变以高度的关注，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这与这一战

略转变的重大意义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关于中国发

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方向是如何从原子能的和平利

用转变为军事利用为主的研究同样值得我们进行全

面深入的探析。
2.“596”工程的背后

就在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开始全面发展之时，

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援助。由
于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的信函是在 1959 年 6 月发给中共中央的，所以中国

首枚原子弹研制工程被定名为“596”工程。导致苏联

停止对中国核援助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但学者们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侧重点各有不同。亚利桑那大学

政治学教授艾伦·S·惠廷[24]认为，1958 年中国军队炮

击金门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

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

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戴超武[25]除认可艾伦·S·惠廷

的上述观点外，还指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联合舰队

问题”、“导弹风波”是进一步促使苏联决定停止向中

国提供核技术的重要诱因。值得一提的是，戴超武认

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同苏联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

以及苏联军事战略的调整相一致的。从这一点出发，

中苏两国对核武器及核战争态度的分歧是导致苏联

撤援的又一原因。沈志华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上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已然意识到了中国在社

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及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

用，他必然会尽可能满足中国的要求，为中国提供核

援助。但这也为此后苏联撤援埋下了伏笔，一旦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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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察觉到中苏关系出现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莫

斯科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因此，在沈志华

看来，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与苏联停止对华核援助有

很大的关系。还有学者[26]认为苏联对华停止核援助的

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如领导人个人层面

冲突、发展道路上的认识差异、对重大战略的不同考

虑以及中共强民族主义的处理国家关系方式。
3. 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研制中国的原子弹

1960 年 8 月，苏联完全停止了对中国原子弹研

制工作的援助。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了完全自

力更生的阶段。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

工作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部门、各地

方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作和积极支援下，在广

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艰苦努力下，大跨步地向前

发展。李继耐[27]指出，大力协同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

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是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体现，也是“两弹

一星”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作为中国核试验的亲历

者，朱光亚[28]的切身体会是：核武器试验是一项规模

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核科学试验，联系着研究、
生产、使用各个部门。在核武器试验中加强各单位之

间的谅解、支持和团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

优势，是我们顺利完成攻关任务的重要保证。张静[29]

认为，在 60 年代初期国家建设遭遇极端困难之时，

面对关于国防尖端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的
争论，中国共产党从长计议，既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

要，又着眼于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坚定了继续

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的决心，给予

了原子弹一线的领导者和科研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韩文琦和张广宇[30]在总结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

基本经验时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上世纪 50、60 年代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现代化建设才

得以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孙贤金[31]则以核武器试验中

的政治工作为视角，通过回顾“两弹一星”事业的发

展历程，总结指出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十分薄弱的

情况下，成就国防尖端技术辉煌的业绩，一个十分重

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障

作用。陈士光[32]认为，周恩来在原子弹研制攻关阶段

中运用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指挥原则，胜利实现了

“两弹”成功上天的夙愿。具体包括成立中央专门委

员会并身体力行从事领导工作、提出并践行“严肃认

真、细致周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创
造性地使用系统工程领导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等。

不难看出，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

原子弹研制攻关经验的论述方面，对于攻关会战的

具体细节却关注不够。这段历史是中国核武器研制

过程中最为艰难但同时也是取得进展最为巨大的阶

段，其中中央专委工作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大协作

的发挥、后勤保障工作以及基地建设工作等方面都

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详细的考订。

三、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与中国
国家安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的确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巨大关注。其中尤以美国和苏联为甚。60 年代美国

和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态度与策略选择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

要因素，长久以来引起学者的持久探讨。
随着大量美国安全档案的解密，学术界以美国

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与策略选择为题的研究不断

深入。多数国外学者认为，影响 60 年代中国国家安

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核

设施进行防御性军事打击；二是美国发起禁止核试

验条约以遏制中国正在进行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张
少书的《肯尼迪与中国核武器》[33]一文首次使用了官

方档案对美国企图借助军事手段打击中国核设施进

行了论证。从美、苏、中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入手，围

绕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张少书重点考察了肯尼迪

政府如何评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力、美国如何利用

中苏分歧以鼓动苏联共同遏制中国核研究等行动，

指出肯尼迪政府早期的打算是希望能够联合苏联对

中国核基地实施军事打击。为此，美国作了至少一年

半的努力，未见成效后才将注意力转向了禁止核试

验条约。1997 年，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高级分析

员威廉·伯尔、杰弗里·理查逊发表了题为《是否“杀

死摇篮里的婴儿”：美国与中国核计划（1960-1964）》
[34]的论文。作者对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就中国核

研究展开的政策讨论和对策选择，尤其是对中国核

设施实行军事打击从酝酿实施到被否决的过程，进

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美国遏制中

国核计划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披露了大

量有价值的史实，如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军备控制

与裁军署主席威廉姆·福斯特曾与一位历史学家在

谈话中透露，肯尼迪的确考虑过挑战政治性危险，甚

至不惜牺牲美欧多边核力量提议[35]以获得苏联的支

持，共同胁迫中国签订 1963 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36]；

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美国就使用 U-2 高空侦察

机和间谍卫星对中国的核实验进行严密的监控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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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研判；美国政府高层关于中国核试验讨论的细节

等。
国内关于美国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和对策选

择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如詹欣的《试论美国对中国

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当代中国

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刘洪丰的《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对策调整》（《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 3 月）、张扬的

《中国和战略武器的发展与美国早期 ABM 部署计

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等，都是利用

相关档案来梳理不同时期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

认识与对策以反映美国对 60 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所

造成的影响。这其中在资料运用和史料分析上比较

典型的是刘子奎和王作成[37]2007 年发表的《美国政

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与对策 （1961-1964）》。
通过对美国解密档案的深入解读与探究，作者对美

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各种对策选择进行了较

为细致的考察。他们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的核

策略除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

性军事打击外，还包括支持或鼓励印度和日本发展

核武器以及在不放弃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防御性军事

打击的情况下, 主要通过各种外交和宣传手段, 树立

美国的强大形象, 贬低中国核试验的意义。基于对美

国对华核对策的全面梳理，作者得出相对比较客观

也比较全面的结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核

对策基本经历了从肯尼迪时期的狂热到约翰逊时期

的理性回归这样一个过程。但即使美国最后没有采

取防御性军事打击，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整个过程

中，军事打击一直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应对措施。
相比之下，以苏联对中国原子弹研制态度与策

略选择为题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就目前搜集到的资

料来看，学界缺乏对苏联向中国施加核压力具体细

节的考察。当然，也有对此问题进行简单论述的。阎
佼丽的《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核战略的美苏因素及

现实思考》[38]一文，就对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爆成功

后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定性的

分析。她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

政府积极支持越南，导致越战升级，希望以此减少核

爆炸后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此时，苏联取代美国

成为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借助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成就对中国施加压

力。先是在远东部署了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然

后一支相当规模的应急部队驻进蒙古。1969 年 3 月，

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

国家安全再一次面临威胁。张少书在其《敌乎？友乎？

———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39]一书中也提及了这段

历史，指出在当时中苏关系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苏联

国内有人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一

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还有人主张采取有限的作战行

动，以摧毁北京的核设施。
国家安全形势是军事战略需求的指向标，而军

事战略需求又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这一

意义上讲，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中国领导人对当时国

家安全形势正确审视的必然结果。从表面上看，虽然

中国原子弹的研制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诸多不稳

定因素，但这些不稳定因素的伴生却坚定了中国研

制核武器的决心，中国必须尽快研制出自己的核武

器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就当前学术界

对中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情况

来看，相关论述多以国际政治为研究视角，研究对象

多为由中国原子弹研制所引发的不安全因素，对中

国原子弹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缺乏系统的论

证。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

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

分有必要的。

四、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
重要意义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

罗布泊试爆成功。这一巨响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

断，维护了国家安全，保卫了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中国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

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

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0]

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与中国大国地

位的巩固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国际社会要求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随后中

美、中日建交。1991 年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

行前他向记者表示，他访问中国的原因，一是中国是

一个 11 亿人口的大国，二是中国拥有导弹核武器。[41]

以上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确

使使得中国大国地位得以坚实地巩固。1999 年 9 月

25 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确立大国

威信》一文，指出中国如果不解决原子弹问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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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核武器的成

功研制，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个国际对话的独立地位。
李峻[42]认为，中国在内穷外困的基础上迅速研制出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大大加强了社会主

义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对当时可能一触即

发的世界局势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依据外交部

的相关档案，张静[43]指出，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亚非国

家和英、法的舆论都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

原子大国，不能再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禁
止核武器的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联
合国再不接纳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核试验的成

功与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

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而且也使得美苏

等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可以看出，以上研究

还停留在表层阶段，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

试爆与中国大国地位的巩固关系还有待于我们进行

系统的论证。
2. 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与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标志着中国国

防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有了

核反击能力，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提供给了有力的保证。因此，中国原子弹

的成功研制对与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高铁军[44]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大战略

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两条腿”走路的国防现代化

建设思想。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末，毛泽东

始终强调以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相结合为发展目

标，并且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核武器方面。这些重要

的决策对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武器装备发展的历

史经验，李大光[45]认为，国防科技是推动武器装备不

断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在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过

程中，国防科技发展不仅推动现有武器装备的不断

改进，而且从根本上创造出全新的武器系统，导致武

器装备的革命性变革。作为国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

分的武器装备现代化，也因中国核武器研制所带起

的国防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证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不仅

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促进了中国国防现代化建

设，还对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业的发展

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多数有关原子弹研

制的研究成果都会或多或少提及这段历史意义，但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原子弹成功研制意义的专题性研

究还不够充分，甚至可以说较为贫乏。这种研究状况

不仅与中国原子弹研制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

位不相符合，也不利于对原子弹研制细节和原子弹

研制与中国国家安全关系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我

们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行整体的了解与把握。开
展对中国原子弹研制重要意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丰富学界对该段历史的理解，并为深入研究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的国家安全

形势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与重

要意义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可

探讨的问题、可深化研究的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首

先应注重挖掘国际国内的相关史料，并注重对已掌握

史料的深入考察，以奠定深化研究的基础。其次，应注

重展开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全方位研究，拓宽

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思路，从人物、科研机构、人才培

养、铀矿开采、后勤保障、基地建设、国家安全形势以

及其重要意义等诸方面入手，丰富关于中国原子弹研

制研究的选题。第三，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段集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

多个领域为一体的复杂历史，需要对研究方法和研究

领域进行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原子弹研制

历程及其重要意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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